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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 政治腐败以其巨大的危害性而受到社会的关注。从一个经济的角度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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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of China , the society has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harmful-
ness of the political corruption.In view of economy ,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cost and effi-
ciency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 and gives a reflection of the level of average equilibrium against corrup-
tion and the measures to be ado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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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H(O)-G(O) (3)
因为违法收益最终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 ,而增加的腐败行为会造成边际损害递增 ,由此 , G″<0 ,
H″>0 ,因此:D″=H″-G″>0 (4)
由于 H′和G′均大于 0 ,所以 D′的符号取决于它们的相对大小 ,然而 ,由(4)可以得到 ,对于所有的
O>Oa ,若 D′(Oa)≥0 ,则 D′(O)>0 (5)
2.逮捕和定罪成本。用于公检法及其设备的支出越多 ,侦破和定罪就越容易 ,由此 ,可以推断公
检法活动的产出和人力 、物力 、财力的各种投入之间的关系 ,形如 A=f(m , r , c),这里 , f 是表示“当





公检法部门的办案 、诉讼费用越低 ,由先进技术和设备决定的当前工艺水平的提高 ,就使得达到
某一特定活动水平的支出越少 。
衡量活动的实用的近似方法是判定有罪的数量 ,可以写作:A pO (7)










(7)式中的含义 ,即只用定罪衡量“活动” ,或者 p与O 有同一弹性 ,而是引入更为一般的关系式:
A=h(p , O , a) (9)
变量 a 表示逮捕和“活动”的其他决定因素 ,而不去假定 h 对p的弹性等于h 对O 的弹性。通过
代入 ,有成本函数 C=C(p , O , a)。在极大多数情况下 , h对p 、O 、a 的一阶导数均大于 0 ,那么显然 ,
Cp 、Co 、Ca 均大于 0。
为了确保最优位置不落在隅角 ,有必要对成本函数的二阶导数限定某些条件 ,结合其他一些假
定 ,充分条件是:Cpp≥0 、COO≥0及 CpO≥0 (10)
3.腐败的供给。这一部分的分析将涉及腐败行为微观成本效益分析的部分内容。腐败行为的
产生同定罪可能性 、判定有罪后的惩罚 、同从事合法与其他非法活动可得到的收入 、逃避逮捕的机会 、
违法意愿等其他变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 ,可用函数表示如下:Oj=Oj(pj , fj , uj) (11)
这里 ,Oj 表示特定时期的违法数量 , pj 表示每桩腐败的定罪可能性 , fj 表示每桩腐败犯罪的惩
罚 , uj 表示所有其他影响的混成变量。
因为只有判定有罪 ,腐败者才会受到惩罚 ,所以实际存在一种“价格的差别待遇”和不确定性:如








而一般的认识是 ,定罪可能性比罪行惩罚更有威慑力 ,这意味着 ,至少在惩罚的相关范围内 ,腐败
分子对风险持偏重态度。
违法总量是所有 Oj 之和 ,该总量依赖于 pj 、fj 、uj 的集合 。我们考虑它们的平均取值:p , f 和 u ,
将腐败的市场函数写作:O=O(p , f , u) (13)
假定该函数的性质与个人函数的性质相同 ,特别是 ,该函数同 p 与 f负相关 。当腐败分子对风险
持偏重态度时 ,该函数对 p的反应比对 f 的反应更为敏感。实际上 ,公共政策就是通过在出现风险偏
重的范围内 ,也就是“违法不合算”的范围内选取 p和 f ,从而是社会损失减至最小 。






大多数的惩罚既有损这些违法者 ,也有损其他社会成员 ,例如监禁就需要政府支付警卫 、监管人员 、建
筑 、食物等方面的费用 ,而这部分费用来自于税收 。
惩罚的社会总成本是腐败分子的成本加上别人的成本或减去其他成员的所得。罚款除了征收费
用外等于其他成员的所得 ,因而作为一种转移支付 ,罚款的社会成本约等于 0。而缓刑 、监禁及其他
惩罚的社会成本通常超过了腐败分子的成本 。把社会成本根据腐败分子的成本写作:f′≡bf (14)
这里 , f′表示社会成本 , b 表示从 f到 f′的转换系数 。就罚款而言 , b≈0 ,就审问 、缓刑 、假释 、监
禁及其他绝大多数惩罚而言 , b>1。
5.社会损失函数模型的建立。
我们假定社会具有一个能够衡量腐败造成的社会损失的函数:L=L(D , C , bf , O) (15)
并假定:
 L




 D >0 (16)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 f 、C或者b 的取值使L 达至最小 。将损失函数表示为腐败行为 、定罪及惩罚
造成的实际收入的总损失 ,如:
L =D(O)+C(p ,O)+bpfO (17)
bpfO 表示实行惩罚的社会总损失。在此式中 ,社会能直接控制的变量是对付腐败的支出费用
C 、对判定有罪的每桩腐败行为的惩罚 f以及用b表示的惩罚形式 。
为了便于分析 ,将 p 而非C视为决策变量 ,而且系数 b 也被视为大于 0的已知常数 ,因此 , p 和 f



























两个等式的左边表示增加腐败行为数量 O的边际成本:(20)式中由 f 的减少形成腐败数量的增
加 ,(21)式由 p的减少形成O 的增加 ,因为 C′>0且假定 O 在D′>0的范围内 ,所以通过 f 增加O 的
边际成本必定为正。p 的减少会部分减少对付腐败的成本 ,所以 ,当 p 减少时增加O 的边际成本必
定少于当 f 减少时增加O 的边际成本;当 Cp 充分大时前者甚至可以取负值。由-bpf 给定的平均“收
益”为负 ,但由(20)式和(21)式右边给定的边际收益不必然为负 ,因为如果弹性εp和εf小于1 ,则该边
际收益为正。而且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损失最小。
因为通过 p 的改变而改变的O的边际成本小于通过 f而改变的O 的边际成本 ,所以 , P 的均衡的
边际收益也必定小于 f 的均衡边际收益。但(20)式和(21)式表明 ,当且仅当 εp>εf 时 , p 的边际收益
的取值可以更小 。这正是表明腐败分子对风险持偏重态度因而“违法不合算”的条件 。由此 ,如果 p
和 f的取值在违法者总体说来对风险持偏重态度的范围内 ,那么 ,腐败的损失可以减至最小 。虽然只







C:犯罪成本;L :法律惩处;E:经济惩处;S :社会惩处;H:良心惩处;P :定罪概率 。L 、E 、S 、H 四
者的和其实就是宏观分析中的 f 。
从此公式出发 ,我们知道 ,腐败者在进行腐败活动过程中 ,所付出的成本是诸多方面综合的 、总体
上的代价和风险 。具体包括:(1)事前投入的经济成本 ,如贿金 、物资等;(2)事前投入的权力资源成
本 ,如权钱交易中权力资源的介入等;(3)事前 、事中投入的自我精神折磨 、谴责等;(4)事后的因达到
违法犯罪被判刑而丧失的人身自由 ,甚至是丧失生命的损失;(5)因违反党纪政纪而受到的各种处分;
(6)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工资福利待遇;(7)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可能的政治晋升机会;


















1 ,1 -1 ,2
2 , -1 3 ,3
在此矩阵中 ,若行动者 A 、B 两人都保持廉洁 ,他们的所得皆为 1 ,但当其中一人转而成为腐败分
子 ,则他的所得增加到2 ,而廉洁者的所得会因腐败者的寻租行为而受到损害 ,甚至廉洁者本身也会















根据上述两部分的分析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宏观角度讲 ,要使由于 f 、p 的减少形成社
会边际成本的增加与社会边际收益的减少达到均衡 ,即使腐败数量的产生达到最优。而从微观角度
讲 ,只有使个人腐败行为的成本最大化 ,并且使腐败成本变“隐性”为“显性” ,使之成为腐败者必须承
担的个人成本时 ,才能有效地降低腐败行为的产生。这两个目标有一致的地方 ,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
要使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达到统一 ,并且结合我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期的国情 ,应该从以下几点着手:
1.提高因腐败而定罪的概率 p 。因为多数人对风险持偏重态度 ,所以提高定罪概率 p ,能起到较
好的威慑作用 ,制止腐败行为的产生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 ,提高定罪概率的同时 ,也会造成社会损失
的增加 ,而且定罪概率一旦超过均衡的状态 ,制止犯罪的行为反而呈现明显的外部不经济性 ,从而造
成社会福利的减少。如此一来 ,提高定罪概率就成了一把双刃剑 。而且仅仅靠威慑来达致目标 ,也往
往是治标不治本 。
2.提高腐败行为的私人成本 f ,使其大于收益期望。这主要通过立法规定从重处罚腐败行为 ,党
纪 、行政 、刑事和经济处罚四管齐下 ,即通过提高 f ,从而间接地提高个人腐败成本来实现 。国家一方






4.打破垄断 ,消除滋生腐败的土壤。通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辖范围 ,确定合理的管制边界 ,改
革或优化政府的经济管制和管理方式 ,把更多的事交给市场去完成。
5.建立事前监督机制 ,即预防犯罪机制 ,提高监管约束的水平。这就需要提高公共权力运作过




7.确保经济人利益 ,适当激励 ,如采取裁员加薪的办法 ,使公务员不必冒险参与腐败活动。
8.加强操守教育 。这首先要加强国家公职人员和党员干部的教育 ,加强法律 、规章 、职守 、道德 、
义务 、良心 、荣誉和幸福观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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